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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丑小鸭中学的课程设置有什
么特别的地方？

詹大年：课程上我们分为 3 个板块，
一是国家课程；二是校本课程，比如心理
课、活动课、军事课；三是社团课程，我们
有吉他等 20 多个社团课程，学生根据兴
趣自由组织。学生每天的室外活动至少
3 小时，不知不觉成了治疗抑郁症的阳
光疗法、运动疗法、群体疗法，治愈了很
多孩子。

我们每个班分配了 3 名文化课老
师，分别教文科、理科、英语，“问题孩子”
学习不好，主要问题出在师生关系上。
这样分配，师生关系就简单得多。我们
把课堂作为生命共同体和关系共同体，
课堂上一般会用到 3 个“工具”：学习同
伴、学习卡、互联网。课堂的三部曲包
括：独立学习、同伴互动、全班分享。此
外，我们在文化班级之外还分了混龄的
生活班级，可以让老生带新生，让新生更
快地融入集体。

记者：与“问题孩子”相处，您有什么
秘诀？

詹大年：秘诀就是尊重他。问题很大

的孩子真的不多，主要是沟通的问题，有
些老师和家长没有看清楚人性的本质和
孩子的生长规律，比如青春期的孩子谈恋
爱没有什么不对，需要引导。有些孩子因
为心理问题而去破坏规则，实际上还是心
理问题的外化，不是道德品质的问题。

记者：丑小鸭中学的学生大多来自
城市“三高家庭”（高学历、高收入、高社
会地位），在您看来原因是什么？

詹大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很多
人觉得“问题孩子”来自贫困家庭、留守
家庭、离异家庭、低学历家庭。我办了这
所学校之后才发现，绝大部分“问题孩
子”都来自“三高家庭”。第一，高学历家
庭的家长对学习的要求比较高，要求孩
子 一 定 要 考 上 什 么 学 校、达 到 什 么 分
数。他们把自己以前学习的要求投射在

孩子身上。现在的孩子学习追求的是个性
和自由，在学习目的上与父辈不是一码事，
其实比上一代人进步得多，但是我们看不
到。第二，我也是最近几年才发现，学历高
的人有很高的专业素养，但一些专业素养
高的人可能有人格的缺失，科学家也不一定
适合做父母嘛，有时候父母看不到这些。第
三，收入高的家庭，管孩子的时间少。很多高
学历的人受到的教育也是不完整的，可能造
成认知的缺失，也可能造成人格的不完整。

“三高家庭”的焦虑感反而比普通家庭高。
记者：为什么说您的核心团队是您最

大的力量，也是永远的愧疚？
詹大年：从一个破旧的学校开始，我的

核心团队一直在我身边不离不弃。我们对
待孩子的方法、课程设置、班级设置都是大
家在实践中慢慢干出来的，没有现成经验

学习。我们的学校很小，各方面条件都不
好，生活很苦很累，因为一直有学生在，学
校 11 年没放过假，老师的待遇也没有特别
大的改善。我当了 30 多年校长，最愧对的
就是他们。如果我不是创校人，我可能也
待不下去。他们可能是对生命的敬畏、对
事业的追求、对我的信任，一晃十多年就这
么过来了。

记者：很多人都好奇如果没有了詹大
年，丑小鸭中学还会有吗？

詹大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讲实在
的，努力做到无能为力为止。学校办了 11
年，没有套路、模式。对学生好一点，把每
一个孩子当孩子看，这样持续地做下去，孩
子们好了，学校就可以办下去了。再说，如
果所有的教育者都能接纳孩子，哪来的“问
题学生”呢？丑小鸭中学这样的学校本来
就不需要。我现在就想“消灭”这所学校。
我根本没打算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丑小鸭
中学。只是，我想，假如学校哪天真的没
了，孩子们想回来看看，他们去哪里呢？

我的秘诀就是尊重孩子
——对话詹大年

本报记者 王家源

1981年，我中师毕业。
那一年，我18岁，一心当老师。后

来也如愿以偿。
这一干，就是41年，其中在湖南的

公办学校工作了 20个年头。41 年来，
我一直在第一线和学生朝夕相处，摸爬
滚打，才终于有了一点底气，可以跟外人
说，自己收获了学生本来的样子和老师
该有的样子。

我有时候跟人争论“教育”与“教学”
的不一样。我觉得，教育，是要让每个生
命都有尊严地发展，人是不可以被教育
淘汰的；教学，可以是培养专业人才，可
以竞争，允许淘汰。

这些年，我创办了四所学校，一所公
办，三所民办。都是先有我这个校长，后
有学校。我的校长越当越小——从公办
到民办，从上千人到几十人，从教育发达
地区到教育相对落后地区，从普通学校
到“问题孩子”学校。

但有一点我没变过——我想当的是
个教育者。如果把自己定位成单纯的教
学者，我觉得对孩子们是一种罪过。

我的校长越当越小

2000年 11月 29日，我向上级提出
辞职申请。没等批准，我就擅自离开了
工作了13年的校长岗位——现在想起
来真的很过分。

离开校长岗位的那天，我没听进去
领导的任何一句批评，也没有听进去任
何朋友的好言相劝。我执意要离开。我
的老父亲对我叹气：“好好的一个铁饭
碗，你就这样丢了⋯⋯但我相信，你已经
长大了，你的选择应该不会错。”

那时候，我 38岁，已经在公办学校
工作了20年。

离开的那一刻，我对培养了我20年
的领导说：“不管到哪里，我都不会离开
教育。有条件了，我会办一所学校，这所
学校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如果没有
办学校的机会，我就一直做个班主任。
我的班级，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恐
惧而失学。”

2011年8月，我办了昆明丑小鸭中
学。

这是一所专门接收不适应传统教
育、不适应分数评价的“问题孩子”的民
办初中。这 11 年，丑小鸭中学帮助了
近3000名“问题孩子”。

丑小鸭中学的新生报到，永远比其
他学校晚。这是因为，只有其他学校开
学了，才有不适应那里的孩子过来。

孩子们不是刚不适应就被送过来
的。很多家长都怀有一丝希望：过了一
个假期，孩子应该能适应了吧。结果一
开学，发现还是老样子。我对老师们说：

“家长把孩子送来，不是相信我们，而是
他们已经拿孩子没办法了。”

丑小鸭中学的学生来自全国。学校
接收学生就像医院接收病人一样，任何
一天的任何时候都可能有学生入校。自
愿来的学生非常少，很多都是被父母

“骗”来的、“绑”来的。如果父母根本无
法把孩子送来学校，学校就会在作出评

估后去学生家里接孩子。我就亲自接过
4个孩子。

有些孩子刚来到丑小鸭中学，非常
不适应。我接过好几个新生写给我的
信。有骂“詹大年，你不是人”的，有说

“詹大年，老子要炸了你的学校”的。我
不怪他们。因为这些孩子对学校、校长、
老师彻底失去了信任。

因为入学和“毕业”时间都不确定，
丑小鸭中学从来没有真正的假期，包括
春节。有些孩子根本不适合回家，有的
刚入校不久，父母担心接回家后又管不
住。

“丑小鸭”的校名是汪叶菊女士取
的。汪女士当时是民进昆明市委主委，
昆明市政协副主席、昆明市民办教育协
会会长。当时，除了汪女士和我，没有一
个人赞同这个校名。有些家长故意绕过

“丑”字，说成“小鸭学校”。
汪女士不管这些，她说：“多有诗意、

多有期盼的名字呀。”“丑小鸭”的存在是
个绕不开的事实。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承
认这个事实呢？我曾说：“‘丑小鸭’长大
后是要飞向蓝天的，‘小鸭’长大后只能
变成烤鸭。”

在办丑小鸭中学的 11 年里，我遇
到过几次绝境。有同行的误解以及经济
上的寸步难行。我的核心团队一直不离
不弃，我们搀扶着走到今天。他们，是我
最大的力量，也是我永远的愧疚。

或许是因为小时候在农村“活命”的
经历，我不惧怕困难，也不承认失败。只
要是自己追求的，爬到终点或者死在路
上都是另一种成功。

路是对的，总有人会走。只是先行，
何来失败？

“问题孩子”与“问题
孩子他爹”

2018年9月，李镇西老师第一次来
到丑小鸭中学。他问我：“你明目张胆
地说丑小鸭中学的学生是‘问题孩
子’，你不认为这是给学生贴标签吗？”

我回答：“对这类学生，有很多说
法，比如‘后进生’‘差生’‘双差生’

‘问题学生’‘不良行为少年’等，其实都
没有本质区别。‘问题孩子’是存在的。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只有承认这个
事实，才可能去面对它，研究它。再说，

‘问题孩子’的问题不在孩子本身。这
怎么是给孩子贴标签呢？”

李镇西说：“我完全同意你的
说法——直面问题才是最重要
的。”李老师是我膜拜了几十年
的教育家。他的话让我松了一口
气。

我一直认为，孩子本身没有问
题，是他们遇到了问题，自身没有解决
问题的力量，又得不到有效支持，才让
他们放弃了自己。

这些孩子遇到的问题，表面上看是
学习问题，但根源是“关系问题”。

“问题孩子”源于家庭。教育是在
具有教育功能的场所发生的，保护、陪
伴，是教育发生的根本条件。一些家庭

结构不完整，一些父母有人格缺失，这样
的家庭就没有教育功能。还有的家庭因为
对教育本质的思考和对孩子需求的关注较
少，家庭应该有的生活、保护、沟通等功
能缺失，家长也就失去了“父母”的资
格。当亲子之间的信任关系亮起了红灯，
再加上沟通的渠道被堵死，“问题家庭”
就制造出了“问题孩子”。

亲子关系本来是天然的信任、依赖关
系，但学校教育很可能破坏了这一关系。
学校的教育评价服从于利益的设计，分数
成了利益的砝码，学生成了教育的手段。
这样，关系的核心不再是“人”，而是

“利”。如果我们的教育，是站在成年人的
利益立场设计的，那么“问题孩子”遇到
了问题就不能解决，因为我们的教育设计
没有看到他们的存在。

我们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帮助他
们解决问题。我自封“问题孩子他爹”，
是希望弥补孩子家庭的缺失，坚定地做

“问题孩子”的保护者。
有记者问过我：“这些年，您是怎么

坚持下来的？”
我回答：“前20年，我没有‘坚持’，逃跑

了。后来的20年，我也没有想过要‘坚持’，
不知不觉就过来了。教育，要坚持吗？”

好的教育，要先有好的关系

人因关系而存在。不管哪一类型的
“问题孩子”，他们最后的问题都是原生的
关系被破坏。当一种关系被破坏时，另
一种关系很快会自然构建。或许，这种
新的关系，就是我们成年人不愿意看到
的。这样，这些孩子就被我们定义为“问
题孩子”。

在我看来，帮助“问题孩子”解构或
者建构关系，是教育好他们的首要问题。

丑小鸭中学办校的第三年，我给孩子
们争取到了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梦想中
心项目。孩子们有了电脑室，那段时间，
很多孩子成了我的网友。

一天，八年级女生小洁对我说：“詹校
长，我们上网时，很多同学会第一时间打开
你的网络空间，看看你写了什么。真的，你

写的东西是我们想听的。你的话影响了我
们，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我
想，能不能把你网络空间的那些话编成书
呢？”

“能啊！你去组织。你要我做什么？”
我相信这个女孩，她特能干。

我立刻集合了全校学生（其实，也就
60多个孩子），小洁首先讲了她的想法。
然后，我说：“谁可以当作家呢？大家想
想——”我故意卖了个关子，然后提高嗓
门，“从队伍里站出来的就可以当作家！”
一下子，站出来十几个孩子。

我把这些孩子集合在一起，说：“我
给你们一个房间，你们自带电脑。这个房
间就叫‘编辑部办公室’。你们自己计
划，自己管理。”十几个孩子，选出了两
个领导——编辑部主任和办公室主任，分
别管编书和纪律。

有一天，我走进“编辑部办公室”，
看到墙上张贴着的《纪律要求》：不准迟
到，连续三次迟到自动退出编委会；不准
玩游戏，打开游戏后，经值班同学提醒三
分钟后未关闭者开除。

历经 7个月，11 次改稿，这本书出
版了。从版式设计到签订出版合同，都由
孩子们一手完成。书名《丑小鸭校长与白
天鹅孩子》，也是他们取的。小洁调侃我
说：“因为我们都是白天鹅，迟早要飞走
的。只有你才走不了，永远是丑小鸭。”

我们希望孩子们完成自我教育，形成
内生的教育力量。为此，我们抓住一切机
会，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标。

教室、走廊、书吧、食堂、寝室里都
是书。这些书无人管理，想带到哪里都可
以。我们的教室别具一格，将近120平方
米，前半部分是上课区，后半部分是“打
闹”区。没有黑板，三方全是书写墙。教
室里有大触摸屏，老师可以远程上课，孩
子们也可以带自己的平板上课。我们的课
堂也不一样，孩子们毫无恐惧地在墙上乱
写乱画，在讲台前叽叽喳喳。教学楼的一
楼是一个大休闲吧。有书、钢琴，还有很
多凳子。进教室必须先通过这个休闲吧。
每次经过，对孩子们或许就是一次洗礼。
收获了自我，就收获了规则。

我始终认为，帮孩子建立良好的关
系，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而教材、课
程，只是建立关系的工具。人是关系的动
物，社会是关系的产物。有了好的关系，
才可能有好的教育。

（作者系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

丑小鸭校长与丑小鸭校长与
白天鹅孩子白天鹅孩子

詹大年

探
索
者

在通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小学的
路上，有一条深约百米、窄窄幽静的小
巷。穿行其间，一幅描绘奔腾长河、壮丽
长征、童真笑脸的画卷徐徐展开，如同步
入一条多姿多彩的文化长廊。

这条长廊有一个诗意的名字——
“幸福之路”，意为打开孩子们的智慧之
门，向幸福出发。

这条充满生命力的小巷，正是王俊
莉“幸福教育”理念的绝佳缩影。致力于
让校园成为“令之向往的幸福家园”，王
俊莉已经整整努力了十年。

“认准了的事，一定要做好”
王俊莉个子高挑，说话干脆利落，精

力充沛，远比实际年龄看上去年轻。
按照她自己的说法，自己活力满满

与热爱体育和教育密不可分。王俊莉来
自一个体育迷家庭，大学所学也是体育，
体育所蕴含的拼搏精神，使她在教育路
上不断突破自己。从体育教学转向英语
学科，自学计算机编程到汉语言文学，再
到如今执掌一所学校，王俊莉身上始终
有一股韧劲和激情，“认准了的事，一定
要把它做好”。

2012 年 8 月，原七里河小学、建工
路小学合并成立新的七里河小学，王俊
莉接过了这一棒。当时，两校虽相距不
远，但发展境遇却有天壤之别：一所是当
地强校，家长削尖脑袋往里“挤”，而另一
所是企业移交的薄弱学校，片区内家长
想方设法往外“逃”。

不同的渊源、文化，两校如何在短期
内真正融合？尽管学校提出了在管理、
师资等资源方面实行统一调配，仍有许
多家长和教师质疑，办学质量会不会下
滑？这对曾辗转 3 所学校、担任多年领
导职务的王俊莉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
的挑战。

王俊莉认为，一所学校要实现内涵
发展，必须走以文化共融的发展之路。
很快，七里河小学掀起了一场校园文化
建设的大讨论，王俊莉和同事们充分挖
掘两校传统，最终确定了“幸福教育”
办学理念——给学生幸福童年，给教师
幸福职业。

首先嬗变的是校园：墙面斑驳、杂草
丛生的深巷变成了意蕴深刻的“幸福之
路”；校园的过道里、墙角处，乃至井盖上
的涂鸦、树桩上的花、电线杆上的彩绘，
其中许多创意都来自学生。

有人问王俊莉，这样做岂不是颇费
周折？她说：“当我看到校园里人人参与校园建设，能时时刻刻感受
到学习的快乐和成长的喜悦，这样的幸福就已足够。”

“学生喜欢什么，自己说了算”
王俊莉一直认为，学校不仅教知识，更重要的是关注师生的身心

健康、全面发展，让教师幸福育人，让更多孩子体验到成长的快乐。
课程是至为重要的一环。如何通过课程，让师生都有获得感？

王俊莉决定从幸福教育课程体系入手，除规定课程外，学校从笃行、
善学、博艺、尚礼、悦读、创新、健康等七个角度为学生搭设了形式多
样的“七彩课程”，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七彩跑道。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课程的开发主体就是学生。“我们把策
划权交给了学生，由他们自主设计、组织实施，喜欢什么，自己说了
算。”王俊莉介绍，每学期学校会推出“抢课制度”，学生“抢”自己喜爱
的课程，实现课程价值的最优化。

在此基础上，教师依托微课程工作坊打造的翻转课堂——“七度
课堂”也同样精彩。七度课堂关注每个学生的个性成长，让学生既明
确学习目标，又能找到适合的学习方法。此外，学校每门课都注重推
陈出新。例如语文课堂，除了直观的思维导图，还有亲子阅读、书包
传递、图书角等，让学生们意识到语文学习并不局限于教材和课堂，
而是与生活紧密相连。

评价是学生成长的关键环节。七色花象征七彩童年，也是七里
河小学的校花，王俊莉推出了七色花评价体系，使其融入学生健康成
长的各环节。

在这一评价体系下，学生只要集齐七把“金钥匙”，就能兑现一个
小小的心愿。“小学生有集物的天性，这样可以关注到每个孩子的点
滴进步，只要今天比昨天优秀，这次比上次成功，马上就能得到一把
象征优秀的‘金钥匙’，即时体验到幸福和快乐。”王俊莉说。

如今，七色花综合评价已涵盖七里河小学的所有课程体系。一
名六年级学生这样回味小学时光：“似乎感到时间越来越快，越是有
这样的感觉，越觉得时间不够用。每到上课结束，总有许多不舍，好
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

“做一名幸福的教师”
前不久，七里河小学心理健康教师王佳莉被聘为西北师范大学

客座教授的消息在当地教育系统传为美谈。
一名小学教师，如何登上大学讲台？
从两校合并一开始，王俊莉就提出，要把七里河小学打造为全

区、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名校，名校靠什么？靠名师。名师从哪来？
在王俊莉看来，做校长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要激活教师内在需求，唤
醒并培植教育情怀，让教师在学生成长和学校发展的同时，体验专业
幸福感。

为此，王俊莉想方设法探索路径。微课程刚刚兴起时，王俊莉就
把全国微课程创始人李玉平请到了学校，督促教师们学以致用。培
训结束后，她还定期催每个教师交作业，学校的微课程工作坊也就此
诞生，并成为教师快速成长的“孵化器”。

从请进名师到走向全国学习取经，从高效课堂建构到教研模式
转变，从个体同课异构到全体同课续构，从一师一卷到班本课程建
设，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教师队伍迅速凝结成了高度协作的团队，教
育智慧和职业认同不断得到激发。

每学期末，“期末也疯狂”总结会成为教师们争相展示自己和欣
赏同伴的盛会。新入职的体育专业研究生康学娇，将体育学科知识
与令女教师发愁的“游泳圈”的消脂，以及颈椎、腰椎病的预防和治疗
小办法生动直观展示，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现在，七里河小学的每一位教师都有专属活动空间，都能享受到
职业的幸福。这几年，学校教师成长飞快，有 30%的教师站上了国
家级讲台，20%的教师担任校外学科、管理、课程专家，还涌现出了全
国模范教师、中国好校长、中国好教师⋯⋯

“名师首先是一名幸福的教师，校长在学校发展、团队建设、队伍
发展过程中的理念应是‘帮助成功’而不是‘督促完成’，是‘引领发
展’而不是‘强迫进步’，是创造机会并积极提供支持，并以此引领学
校发展。”王俊莉说。

2021 年 3 月，七里河小学教育集团正式成立，学校迎来幸福转
身。作为集团理事长，王俊莉又有了新的思考——如何在集团化办
学基础上，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动车模式”，带动更多师生幸
福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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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晓军

校长名录 詹大年，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该校是一所民办初
中，主要接收有厌学逃课、网瘾等行为表现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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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丑小鸭中学校园。。
学校供图学校供图

◀◀詹大年与学生们在一起詹大年与学生们在一起。。


